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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如何应对米市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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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１９１９ 年江苏省重申米禁，严查私运以保障食米供给。 然而受多种因素影响，
上海米价仍在波动中上涨，上海县公署采取开办平粜、限止米价等措施以抑制米价涨势。
１９２０ 年 ６ 月米价比 １９１９ 年同期高出 ３ ／ ４ 强，民间组织要求公共租界工部局与中国政府一

同行动，工部局发布了禁止以食米牟取暴利公告。 不过《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并未授

予工部局此类权力，工部局在相关案件审判中败诉后，对租界米店实行执照管理，这遭到民

间组织强烈反对。 在前一阶段，工部局被视为有效干预了米市，在后一阶段，工部局被视为

无端干涉米店营业。 面对民间组织的诉求，工部局的态度和行动体现出其对自身角色的认

识，表现出经过在舆情与“职权”之间权衡而对米市并未进行实际干预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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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关于近代上海经济的研究成果极其丰富。 研究近代上海通常绕不开公共租界，作为公共租

界市政管理机构的工部局，也成为一个重要研究对象。 不少学者在研究与经济发展直接或间接相关

的市政设施建设与管理、①公共服务提供、②公用事业演进③等问题时，也探讨了工部局在其中的角

色和作用。 这些成果资料翔实，分析深入，从不同角度加深了我们对工部局的认识，为推进工部局和

近代上海经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 不过，对于工部局是否介入或如何介入经济活

动，现有研究相对较少。 马陵合在综合考察近代人力车业发展与车夫救助制度中分析了工部局对人

力车业的管理，其主要是关于行业的规定；郭立珍详细考察了工部局在牛乳业食品安全方面的管理

措施，其总体上属于工部局行使《土地章程》后附规例“所授权柄”、设定行业准入规章的具体实践。④

笔者认为就经济职能而言，工部局是陌生的“守夜人”，⑤这是基于《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⑥（以下简

称《会议录》）所记录的工部局维持市场秩序有关事件得出的结论，由于《会议录》中少见关于工部局

介入经济活动的具体行动的记录，因此笔者当时并未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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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录》中董事会议事的确以市政设施、部门管理、财政收支、卫生、教育、治安与秩序等公共服

务，及其他社会事务居多，《申报》对工部局的报道也是如此。① 究其原因，是工部局本就无权干预市

场。 １８６３ 年租界租地人委员会、驻沪领事和北京公使商议设立工部局时，共同同意的一个总体原则

是工部局“职权”不应超出市政、道路、警务和税收方面。② １８６９ 年《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
（Ｌ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８６９，以下简称《土地章程》）规定设立办事公局治理租界，后附规例内一切“权
柄势力”授给公局董事，公局董事可另行酌定规例，但需经各国领事、公使核准和纳税人会议通过。
后附规例主要关注公共租界市政管理和治安维护。③ 后附规例各项条款具体规定了工部局的“权”
和“责”，意味着工部局管理租界的“权力”来自《土地章程》及其后附规例并受其制约。 不过现实情

况总是比文本规定复杂，当工部局被要求干预市场，或其行使“职权”的行为被视为干预市场时，工部

局是如何应对的？ 剖析 １９１９—１９２１ 年受到中国政府重视和社会公众极大关注的上海食米问题，可详

细考察工部局相关行动。
保障粮食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 自然，粮食供给和价格不能完全自由放任、仅靠市

场机制自动调节。 粮食市场管制与公共利益紧密相关。 提防地方粮食供给短缺，保持价格相对稳

定在历史上也是中国政府维民食、保治安的关键。 上海地区粮食主要是稻米和麦，并以稻米为主

粮。④ １９１９—１９２１ 年上海米价在波动中上涨，中国政府采取多项举措加以应对。 五四运动后上海

成立了各种新的民间组织，行动活跃，新旧组织与中国政府共商解决办法之余，也曾要求工部局干

预米市，但后又反对工部局干预米店营业。 面对舆情呼吁，“权力”受到《土地章程》约束的工部局

如何行事，有何特点？ 这是本文的研究主题。 全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梳理 １９１９—１９２１ 年

中国政府管制米市的情况，提供工部局“干预”米市的背景；第二部分是分析在民间组织⑤（及中国

政府）干预米市的要求下，工部局采取的行动；第三部分是研究工部局在民间组织⑥反对行动中如何

坚持实行米店执照管理，第四部分是结语。

一、米禁政策和限价措施

１９１８ 年 ８ 月日本米价飞涨，其多地爆发闹米风潮，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商议购买华米运赴日本。
１９１９ 年初日本驻华公使与财政部订立购米合同，由财政部发给执照，准许日商在指定口岸分批采运

４５０ 万石米出口日本。⑦ 这引起江苏省政府和公众的担忧。⑧ １９１９ 年 ３ 月江苏省议会提出本省仅

苏、常、扬、镇等地产米，已供不应求，若食米弛禁会导致米价上涨，不仅影响民众生计，而且会引起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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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录》有连续记录、《申报》也连续报道的行业管理方面，鸦片烟馆和妓院较为突出，但对其管理涉及多种因素，而不仅

仅是经济问题，因此并不太适合用于分析工部局与市场活动的关系。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Ｊａｒｍａｎ ｅｄ.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８４２ － １９４３，ｖｏｌ.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ｆｏｒ １８３９ － １９４６，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００８， ｐｐ. １０２ － １０３．
此后后附规例的多次局部修订也并未改变这一特点。 比如 １８９８ 年《增订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增订后附规例》后附规

例 ４２ 条与 １８６９ 年《土地章程》后附规例 ４２ 条相比较，仅第 ８ 条和第 ３４ 条有所修改，其他均无变动；再如后文所提及的 １９１９ 年对后

附规例第 ３４ 条调整，也是如此。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１ 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１９５７ 年版，第 ２９４—２９５、２９９—
３０７、８１１—８１９ 页。

张忠民：《１３６８—１８４０ 年：上海地区市场价格的变动趋势及其特点》，《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１９８９ 年第 ２ 期。
要求工部局干预米市的主要是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福建路商界联合会、浙江路商界联合会和上海学商公会等。
反对工部局实行米店执照管理的主要是米业组织、上海总商会、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海宁路商界联合会等。 上海各路

商界总联合会和商联会（有些是向商总联会表达意见）在要求工部局行动和反对工部局行动这两个阶段均有参与。 关于商总联会和

商联会的政治性，已有学者进行研究，不过由于在本文研究事件中他们的关注点是米价、民食和商业，并无直接政治诉求，因此对分

析工部局在要求干预和反对干预的舆情中如何行动这一主题影响不大。
《中日购米合同之披露》，《申报》１９１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第 ７ 版。
有关北京政府弛禁和江苏当局申禁的详细背景分析，参见邸宏霆：《北洋政府时期米禁政策研究———以苏米弛禁案为中心

（１９１８—１９２０ 年）》，《安徽史学》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会动荡，国家就会需要支付大笔赈灾善后费用，以此反对食米出口，并援引 １８５８ 年中英《通商章程善

后条约》、１９０２ 年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有关米谷等粮出口条款，议决重申米禁，通令各重要口岸

税所及地方官绅严密监察。① 苏米禁运期间，除军米、漕米外，外省所发的赴苏采米护照一律无效，对
于私运出口，一经发现将从严究办，并追究地方官吏和相关关卡责任。②

发布禁令后，江苏省当局采取种种措施防止苏米私运。 社会面十分关注官方举措的落实情况，
《申报》对当局扣留私运米粮、调查假运军米的事件进行了大量报道。 民间群体、组织纷纷向北京政

府和江苏省政府请愿，要求进一步严查严惩此类行为，乃至要求停运漕米、军米。
在此期间上海米价究竟如何？ 与往年相比，１９１９ 年米市是否备受关注？ 一方面，根据《上海五十

六年来米价统计》数据，１９１９ 年上海粳米月平均价③与 １９１２—１９１８ 各年同月平均价相比，仅 １０ 月略

高于往年 １０ 月。 １９１９ 年最高月平均价为 ８ 元（９ 月），最低为 ６ 元（４ 月），年平均价为 ６. ９４ 元，与
１９１２—１９１８ 年相比，处于居中水平。④ 从 １９１２—１９１９ 年粳米月平均价和年平均价整体来看，１９１９ 年

米价变动并不突出。 另一方面，根据《申报》相关数据，１９１８ 年 ３—４ 月和 ８—９ 月沪市米价（为机白粳

米每石价格，以下同）约 ７—８ 元，其他月份多为 ６—７ 元。 １９１９ 年 ２—４ 月约 ７—７. ７ 元，５ 月跌至 ６. ５
元，７—９ 月约 ８—９. ４ 元，１０ 月初超过 １０ 元，年末回落到 ７—８ 元。 与 １９１８ 年相比，１９１９ 年米价区间

上限上移。 米价变动深受各方关注，短期高位波动的现象在《申报》各期报道中可能要比《上海五十

六年来米价统计》以每月固定三日所计算的月平均价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⑤

１９２０ 年年初米价复涨到 ８、９ 元，并持续上涨。 １９２０ 年 ６ 月 ６ 日上海县公署会同绅商贷款开办上

海市食米平价局，拨款辅助市乡各设平粜局。⑥ 米价超过 １４ 元，后 ６ 月 ２６ 日上海县公署发布禁止囤

米抬价公告。⑦ 仁谷堂米业公所议决自 ６ 月 ３０ 日起最高白米价格以每石 １４ 元为限，此举得到上海

总商会（以下或称总商会）赞成，并由沪海道尹公署和上海县公署发布限价公告。⑧ 但将最高白米价

格限定为 １４ 元的规定事实上未能发挥有效作用。 米店将价格较低的籼米搀入白梗米售卖，或报价

１４ 元而暗中高于此价售卖。⑨ ７ 月中旬上海总商会和上海县商会议定将白米和籼米各分三等定价，
由道县两公署发布公告。�I0 虽有限价规定，但米价超出上限的情况层见迭出。 １２ 月中旬江海关监督

公署建议沪海道尹公署令上海县及两个会审公廨严行查禁。�I1

１９２１ 年 ３ 月上旬米价跌至 ７ 元余，下旬起又见增长。 民间组织向政府请愿严查私运私囤，政府

多次发令禁米出境。 ４ 月中旬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以下简称交涉员）许秋颿要求驻沪领事团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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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长公署令第 ４１ 号》，《江苏省公报》第 １８８３ 期（１９１９ 年）。
《江苏省长公署训令第 ２８８７ 号》，《江苏省公报》第 ２００３ 期（１９１９ 年）；《江苏省长公署训令第 ４１９２ 号》，《江苏省公报》第

２６３５ 期（１９１９ 年）。
上海稻米市场以粳米销路最广，粳米价格影响籼米和糯米价格，可代表上海米价。 《上海五十六年来米价统计》以每月 ５

日、１５ 日和 ２５ 日的三日平均价作为月平均价。 徐正元：《上海近代稻米市场价格变动之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上
海特别市社会局编：《上海五十六年来米价统计》，《社会月刊》第 １ 卷第 ２ 号（１９２９ 年）。

１９１２—１９１８ 年各年最高月平均价在 ７. ０８ 元（１９１７ 年 ８ 月）到 ９. ４７ 元（１９１２ 年 ６ 月），最低在 ５. ６６ 元（１９１４ 年 ４ 月）到 ６. ５３
元（１９１２ 年 １ 月），年平均价在 ６. ４２ 元（１９１４ 年）到 ７. ９４ 元（１９１２ 年）。

本文所用米价主要参考《申报》报道，正是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公众关注点，《申报》所报道的米价比计算得出的平均

价在微观分析层面更具现实感。
《民食问题之昨讯》，《申报》１９２０ 年 ５ 月 ２６ 日，第 １４ 版；《米荒中之各种消息》，《申报》１９２０ 年 ５ 月 ３０ 日，第 １０ 版；《民食问

题之昨讯》，《申报》１９２０ 年 ６ 月 ６ 日，第 １０ 版；《恐慌渐减之民食问题》，《申报》１９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第 １０ 版。
《民食问题之昨讯》，《申报》１９２０ 年 ６ 月 ２７ 日，第 １０ 版。
《各方面急筹救济之民食问题》，《申报》１９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第 １０ 版；《尚在恐慌中之民食问题》，《申报》１９２０ 年 ７ 月 ２ 日，第

１０ 版。
《民食问题之昨讯》，《申报》１９２０ 年 ７ 月 ５ 日，第 １０ 版

高白米 １３ 元 ５ 角、中白米１２ 元５ 角、次白米 １１ 元，高籼米 ９ 元５ 角、中籼米 ９ 元、次籼米８ 元 ５ 角。 《民食问题之昨讯》，《申
报》１９２０ 年 ７ 月 １３ 日，第 １０ 版；《民食问题之昨讯》，《申报》１９２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第 １０ 版。

《海关监督致县公署函》，《申报》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第 １０ 版。



饬工部局令捕房禁止囤米居奇。① ５ 月中旬米价超过 １０ 元，南市米行公会和北市米行公会公议机白

粳米每石以 １１ 元为限，５ 月 １６ 日上海县公署发布限价公告。② 县公署发布公告后，市面仍出现超出

限价购米的现象。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江苏督军省长公署发布查禁私运米石奖惩办法，通令水路警厅、各关

监督、道尹查禁私运，并奖惩兼施。③

二、工部局禁止牟取暴利

与江苏省政府再三重申禁令和民间密切关注严查私运情况不同，１９１９ 年到 １９２０ 年上半年食

米问题并未引起工部局过多注意。 《会议录》中仅记载了两次相关讨论：１９１９ 年 １０ 月初米价超过

１０ 元，工部局董事会讨论华员薪金时，提及米价上涨及其他生活费用增加，提高薪金是不可避免

的。④ １９２０ 年 ６ 月上旬米价超过 １１ 元，工部局总董提出这已影响到工部局华员。 董事会决定，作为

一项临时措施，自 ６ 月 １ 日起在米价低于 ９ 元之前，对月薪 ２０ 元以下的工部局华员发放每月 １ 元的

米贴。⑤

（一）发布公告

１９２０ 年 ６ 月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和福建路商界联合会提出工部局应有所行动，要求工部局一

方面严禁私运，另一方面调查食米储量、采运米粮接济。⑥ 起初工部局将米贵归于食米出口所致，并
未试图采取实际措施。 工部局董事们认为，根据《土地章程》，工部局无权讨论关于牟取暴利、限定价

格及禁止出口等问题，因此首先有必要争取此项权力。 假如能获得此项权力，随之产生的问题是，这
些干预实际上是否能生效。 总董指出，食品并非在租界生产，若试图限定价格，可能导致生产者抵制

租界，若禁止商品自租界输出，这些商品向租界的输入会立即停止。 米价昂贵的原因，似乎在于中国

没有严格执行出口限制，食米被大量运往日本和香港地区。⑦ ６ 月 ２４ 日工部局向领袖领事⑧提出米

价上涨主因是上海一带未严格执行运米出境禁令，希望领事团促请中国当道注意此事。⑨

１９２０ 年 ６ 月末工部局改变看法，认为米贵是因为商人囤米哄抬价格牟取暴利，并试探性发布了

相关公告。 工部局总办指出：种种迹象表明上海食米供应充足，但米商囤积不售而待米价再涨，不过

很难提出可行建议以迫使这些食米上市。 ２０ 世纪初中国政府曾主张禁止食米牟取暴利，领事团也曾

将牟取暴利视为违反中国法律和惯例的行为，总办认为工部局可以此作为范例发布公告警告暴利

者，其做法一经定罪将予重惩，囤积食米予以充公，并号召公众配合举报暴利者。 即使工部局败诉，
发布公告还是有益的，因为暴利者可能认为出售存米好过被诉至会审公廨。�I0 ６ 月 ３０ 日工部局发布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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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设在各省省会的交涉署是直属外交部的地方交涉机构，交涉署长官为外交部特派某交涉员。 交涉员直接向外交部负责，并
受各省行政长官监督。 １９２０—１９２７ 年许秋颿莅任特派江苏交涉员。 《迎送新旧交涉员》，《申报》１９２０ 年 ６ 月 ２０ 日，第 １１ 版；《工部

局发表关于食米之函件》，《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第 １０ 版；《许交涉员电部辞职》，《申报》１９２７ 年 ３ 月 ２１ 日，第 ９ 版；蒋贤斌：《试
论近代的地方外交交涉机关》，《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０ 年第 ４ 期。

《南市米行公会议定限止米价》，《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第 １０ 版；《限制米价之布告与复函》，《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第１０ 版。

《江苏督军省长公署训令第 ６８００ 号》，《江苏省公报》第 ２６９９ 期（１９２１ 年）。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 ２０ 册，第 ７８７—７８８ 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 ２１ 册，第 ５７８—５７９ 页。
《申报》１９２０ 年 ６ 月 １３ 日，第 １０ 版；《申报》１９２０ 年 ６ 月 １６ 日，第 １０ 版；《申报》１９２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第 １０ 版。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 ２１ 册，第 １４２ 页。
各国驻沪领事组成领事团，由任职时间最长的领事担任领袖领事。
工部局向商总联会表示已请领事团慎重考虑在租界内限制米粮出口。 《民食问题之昨讯》，《申报》１９２０ 年 ６ 月 ２７ 日，第 １０

版；《民食问题之昨讯》，《申报》１９２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第 １０ 版。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 ２１ 册，第 １４８ 页。



禁止以食米牟取暴利公告，①领袖领事大体赞同此公告，但坚定反对交涉员的提议，即以其名义发布

限定米价不超过 １４ 元的公告。② ７ 月 ２ 日总巡司通令各捕房在各自所辖地段严密侦查，并详查租界

内米店数量和存米情况、各洋栈有无囤米。③

福建路商联会、浙江路商联会、淞沪粮食维持会、上海中国大同学会等组织对工部局公告严禁囤

积居奇、限止米价的效力予以积极评价。 事实上工部局并无直接限价，而且若仔细看工部局公告，可
发现工部局禁止“牟取暴利”，可以包含但并不限于“囤积居奇”。④

发布公告后，工部局除了同上海总商会保持联系以便了解情况，还商议如何解决食米问题对工

部局雇员的影响之外，并未采取其他特别行动。⑤ １２ 月米价复涨，华界采取种种应对办法，与此同时

浙江路商联会、淞沪粮食维持会、上海学商公会等组织也要求工部局查禁堆栈囤米和私运出口。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工部局董事会决定将 １９２０ 年 ６ 月末所发布的公告重新刊载。⑥ 杨树浦捕房一方面

调查有无私运囤积，另一方面调查米店进出之数。⑦

（二）起诉违反公告行为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１６ 日陈茂记米行在码头装米上船，华捕查见后怀疑涉嫌向香港走私，华探前往该店

查阅账簿，账簿显示运往外洋之米达 １３００ 石。⑧ １７ 日捕房以“走私食米牟取暴利，违反法律和工部

局规章”将米行诉至会审公廨。⑨ 四川路商联会、海宁路商联会和淞沪粮食维持会认为工部局捕房认

真办事，主张会审公廨严惩陈茂记，以儆效尤。
被告人律师申辩，原告是基于工部局反走私公告进行起诉，而工部局并非立法机构，�I0无权发布

此公告，因为未经纳税人会议授权和领事团批准，�I1工部局不能强制执行。 律师指出，在任何一个国

家，牟取暴利都不是违反普通法的犯罪行为，而仅是违反特殊情况下所通过的法规。 会审公廨经两

次审讯，由于未能确定被告人进行大规模走私，于 １ 月 ３１ 日将此案注销，同时对被告人提出警告，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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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I1

公告为：“经调查，米价异常昂贵看起来是贪图私利和漠视贫民为此所遭受苦难的行为所致，有些人囤米不售，使供应出现

暂时短缺，将米价哄抬到不合理的程度。 华人以食米为主，以此牟取暴利或进行投机，违反法律，应受到严厉惩罚。 为此公告，任何

囤积居奇或以其他办法牟取暴利者，一经定罪，将予以严惩，并将存米充公。 恳请公众将其所知的牟取暴利事件，以书面报告形式送

交福州路中央捕房总巡司，尽可能提供详情以便起诉。”“Ｒｉｃｅ Ｐｒｏｆｉｔｅｅｒｉｎｇ，”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ｉｍｅｓ （１９１４ － １９２１）， Ｊｕｌ １， １９２０．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 ２１ 册，第 １５２ 页。
《民食问题之昨讯》，《申报》１９２０ 年 ７ 月 ３ 日，第 １０ 版。
若仅是禁止囤积居奇，工部局恐怕无从因米行（涉嫌）走私食米而起诉，工部局起诉“罪名”是“走私食米牟取暴利”，被告人

律师以“并无反牟取暴利法、工部局无权发布公告”为由辩护。 见后文陈茂记米行案。
１９２０ 年 ６ 月末，董事会会议上工部局总董称华人对局势了解殊少，比如上海总商会会长朱葆三认为上海仅存 ２ 万担大米，而据

捕房报告总供给量不少于 ３０ 万担。 总董认为工部局发布公告，已向公众表明工部局了解局势，并且同上海总商会会办保持联系（会办

是华人社会的主要人物，身负调查局势之责），可以由此了解情况。 会上有董事建议工部局自香港进口大米以接近规定价格售与雇员，
会议指示总办偕同工务处长与警务处长商议此事。 不过工务处长与警务处长认为此举并不合适，董事们赞同该意见。 此外，１０ 月末董

事会指示停止对华员发放米贴（因米价跌至 ９ 元以下）。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 ２１ 册，第 ５８１—５８２、５８４、６０５ 页。
董事们也同意若月底米价仍高，则向华员再次发放米贴。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 ２１ 册，第 ６２５ 页。
《捕头注意民食》，《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第 １１ 版。
《私运米粮出口之破获》，《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第 １０ 版。
“Ｒｉｃ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 Ｃｏｎｓｕｌａｒ Ｇａｚｅｔｔｅ （１８７０ － １９４１）， Ｊａｎ ２２，１９２１．
《土地章程》给予有资格的纳税外人自治权，工部局董事对纳税人会议负责，在纳税人会议授权下处理有关租界管理的重要

问题。 一些研究指出纳税人会议相当于公共租界立法机构，行使立法职能。 工部局实施《土地章程》所授之“权”有赖于各管官署行

使司法权。 华人涉讼在会审公廨审讯，各国领事行使对各该国侨民的权力（全部执行权或共同执行权由各国领事掌握）。 工部局执

行的是一般市政管理权，管理权由书面文据确定，工部局自身无权变更。 纳税人会议和工部局在确定范围内的“权力”不受领事团和

公使团直接控制或否决，但订立附则的“权力”须经领事团和公使团许可后方可行使。 领事团对工部局保留有限监督权，不过事实上

工部局“职权”的维持依靠条约国的保护。 此外，工部局涉讼由领事团推举组成的领事公堂审理。 对有关纳税人会议相关研究的简

介见李东鹏：《上海公共租界纳税人会议代表性研究》，《史林》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Ｊａｒｍａｎ ｅｄ.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８４２ － １９４３. ｖｏｌ.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ｆｏｒ １８３９ － １９４６， ｐｐ. ３６ － ３７， ６４， ９２ － ９３， ９５ － ９６。

据《申报》报道，１９２０ 年 ６ 月工部局所发布告是由驻沪领事团与工部局董事议决。 笔者所见资料尚不能确定公告是否曾提

交纳税人会议批准。 《恐慌渐减之民食问题》，《申报》１９２０ 年 ７ 月 １ 日，第 １０ 版。



归还捕房所扣留食米。①

其实工部局对起诉违反公告一事，并无把握。② ２ 月 ２３ 日工部局董事会会议上，总办指出会审

公廨曾休庭，为工部局提供应对辩护律师论点（即并无反牟取暴利法、工部局无权发布公告）的机会

时，也表示此案诚然不理想，但涉及原则问题，工部局不得不为此继续出庭。③

三、工部局实行米店执照管理

在工部局看来，会审公廨判决了其公告无效，对此法律助理提议根据《土地章程》第 ３４ 条后附规

例④向米店发放执照，工部局董事指示总办草拟执照条款，以备日后讨论。 １９２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工部局

董事会同意向米店发给执照以便管理。⑤

在工部局看来，发给执照是《土地章程》所授之“权”，米店若有违反管理条例之举，工部局有

“权”采取措施。⑥ 工部局所看重的，应当是有“权”，一方面工部局计划对米店实行执照管理期间，米
价大体是逐步下跌的，并且之前工部局也无意过多直接干预米市，发给执照方案与当时食米问题不

见得有多大关系；另一方面陈茂记案败诉是提及发给执照的直接原因，初订执照章程条款之一就是

米店须遵守工部局随时发布的禁止囤米垄断条例（见下文）。
５ 月 ２６ 日工部局颁布米店执照章程，规定自 ７ 月 １ 日起租界米店须先向工部局领取执照，并每

半年缴纳执照费 １ 元。 章程包含 ８ 条：（１）执照不许转让；（２）店房应向工部局缴纳的房捐，须在到期

后 １４ 日内缴付；（３）值差巡捕、捐务科、卫生科职员可自由入内；（４）房屋须照卫生章程收拾整洁；
（５）领执照者须备簿册，载明存米确数，随时由捕房查阅；（６）领执照者，须遵守工部局随时在华报发

布告示关于禁止囤米垄断的条例；（７）不许向工部局雇员行贿；（８）违章者吊销执照，并予控究。⑦

（一）民间组织的反对与工部局的回应

工部局计划实行执照管理，遭到嘉谷堂、上海机器碾米公所、闸北经售米粮公会、南市米行公会、
南帮米商公所、驻沪常熟米商公所、商总联会、海宁路商联会和上海总商会等组织的强烈反对。 这些

组织要求取消执照管理。 他们指出上海食米需求由客商贩运满足，米店需备存货以供市民之需，但
决无囤积居奇之事，米贵决非米店之责。 他们认为工部局发给执照，是为了取缔米店，限制存米，这
危及民食，影响商业，损害中国主权，也担心工部局名为随时检查米店而实为骚扰，妨碍米店正常营

业。 总商会进一步提出，工部局并未表明何以需要管理、实行管理后如何有益于公众，并建议由米业

公会查察存米，按周报告，这样自可不必发给执照。 交涉员则质问工部局发给米店执照的职权，向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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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判决结果引自报刊报道，此处“由于未能确定被告人大规模走私”不免令人产生疑问，倘若“可以确定”大规模走私，那
又如何判决？ 也就是说，这个判决结果似乎并不直接等同于判决工部局公告无效。 不过工部局仍将此案视为判决公告无效。 由于

本文以工部局为研究对象，此案如何审讯及判决重点究竟在何处，总体上并不影响对工部局行动的分析。 “Ａｌｌｅｇｅｄ Ｐｒｏｆｉｔｅｅｒｉｎｇ，”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 Ｃｏｎｓｕｌａｒ Ｇａｚｅｔｔｅ （１８７０ － １９４１）， Ｆｅｂ ５，１９２１．

早在 １９２０ 年 ６ 月董事会讨论发布公告时，就已考虑到败诉的可能性（见前文）。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 ２１ 册，第 ３０５ 页。
１８９８ 年《增订上海洋泾浜北首租界章程：增订后附规例》第 ３４ 条规定“租界内，凡开设公众游玩场所：……牛乳房、宰牛所、

马房、肉食各铺……及出卖……肉食各物……均须捐取公局所给执照，方准开设”。 １９１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领袖公使通知上海领袖领事，
公使团同意修订《土地章程》后附规例第 ３４ 条，修订后为“出售……蔬菜或其他食品者”按要求领取执照。 但米店是否包含在应领照

之列，随后交涉员与领袖领事对此持不同看法。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１ 册，第 ８１８ 页；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Ｊａｒｍａｎ ｅｄ.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８４２ － １９４３， ｖｏｌ. １３： １９２１ － １９２４， ｐ. ３９。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 ２１ 册，第 ３０４、３１７ 页。
《土地章程》第 １１ 款将“凡已批准附入章程以后规例内一切权柄势力，并规例内归议归局董应办之事、应得之物，均全给与

公局值年之董事，及将来接办之后任”；第 １４ 款规定“凡违背后附规例内应罚各款，或不付执照费，公局均可投该管官署呈控”。 王铁

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１ 册，第 ８０６—８０７ 页。
《工部局发表米店执照条例》，《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第 １０ 版。



事团提出根据《土地章程》后附规例第 ３４ 条，领照仅以肉食各铺为限，而米店并不包含在内。①

关于职权。 工部局复函领袖领事称交涉员的质问“不值讨论”“想尊意定亦以为然”。② 领袖领

事向交涉员指出，后附规例第 ３４ 条于 １９１９ 年修改，经纳税人会议正式通过、经领事公函及北京公使团

核准，根据现行章程，执照管理适用于所有食品，食米亦包含在内。③ 英国领事（时任领袖领事）在发给英

国公使的电报中称，食米显然是一种食品，食品领照规定起初可能是用于卫生防范，但并未将工部局职权

仅限定在卫生方面。 如果工部局出于其他原因而要求食品领照，英国领事认为此举合法。④

关于实行执照管理的出发点。 工部局表示，多年来对肉类供给和其他食物已进行有效管理，但
在食米方面则暂付阙如，未能随时查明食米供给量，工部局意识到需要依照现代化办法有效管理租

界食米供给。⑤ 实行执照管理，充分获知米商储粮数量，既可于群情激愤时保护米商，又可在很大程

度上避免面临危急情形而临时进行干涉，或采取其他不正当行为的状况。⑥ 采取颁发米店执照、预布

条例的方式进行管理，可避免在紧急时际临时采取严峻办法来应对居民所请，这有利于维持民食。
关于存米与囤积。 工部局赞同储米的必要性。 工部局指出，上海并非产米之地，而又居民众多，

不仅应备临时所需食米，而且在青黄不接时更应充分储备存粮。 工部局声明经调查，食米价高并非

当地米商哄抬所致，⑦工部局愿尽力给予米商充分便利助其多存食米。 米店执照章程规定各米店记

载存米确数以备稽查，可在需要之时对租界内食米有一正确估量，其目的并不在于限制存数。 工部

局当前并无关于禁止囤积垄断的特定条例，并希望若非迫不得已而不致颁发此类条例，章程第 ６ 条

是作为应对特殊情况的备用方案。 领袖领事认为工部局对执照事已慎重考虑，向交涉员指出发给执

照并非为了防止囤积，而是查明存米数量、编列经常表册，如遇意外，可据此应对。⑧

关于存米确数的调查方式和对米店营业的影响。 工部局强调，章程规定工部局可随时查知米店存

货确数，并不是要求米店按时报告或以其他方法进行干扰，而仅是在需获知存米数量时可进行必要调

查。 米店地位不会因此条款而受到其他任何影响，工部局不欲采取任何方法使米商遭受困苦，因此不会

如人所说严重影响市面或令商业不便。 工部局也表示，若如总商会所说，可通过米业公会自愿报告而获

取存米确数，并且明确规定其职权，则捕房此项工作可以大减，工部局自然愿意接受此项建议。⑨

工部局称，对于管理租界和界内居民相关事宜，随时欢迎建设性批评意见，即指出所拟实施计划

令人困苦而不宜施行之处，以有助于切实解决问题。�I0 就发给执照事而言，这一总原则已定，如果 ３
个月内米商表明困难之处，工部局会体恤考虑，在已定原则范围之内为米商提供各种可能的保证。�I1

（二）米店停业抗争与修订执照章程

因工部局坚持实行执照管理，仁谷堂、嘉谷堂等六个米业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商议对策。 米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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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米店领照事之消息》，《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第 １０ 版。
《关于米店领照之工部局函件》，《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第 １０ 版。
《关于米店领照事之消息》，《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第 １０ 版。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Ｊａｒｍａｎ ｅｄ.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８４２ － １９４３， ｖｏｌ. １３： １９２１ － １９２４， ｐｐ. １６， １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 Ｒｉｃｅ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 Ｃｏｎｓｕｌａｒ Ｇａｚｅｔｔｅ （１８７０ － １９４１）， Ｊｕｎ ２５， １９２１．
《关于米店领照之工部局函件》，《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第 １０ 版。
交涉员认为米贵源于租界内米商囤米企图私贩出口，４ 月中旬致函领事团，要求租界捕房禁止囤米居奇。 ６ 月中旬工部局表

示，经调查，不能证实交涉员的说法，海关监督署也表示当前并无苏米出口，而交涉员所言似乎是依据商总联会函件，乃未经调查之

道听途说。 捕房总巡就要求租界捕房查禁囤米居奇一事，向工部局提交报告，表示并无证据证明租界内囤米过多。 工部局向领袖领

事指出，领事团所转的中国政府函件，屡称租界内米商囤米居奇导致米价腾贵，要求工部局设法取缔，工部局一再考察后认为将米价

昂贵归因于上海米商囤米，并不正确。 《工部局发表关于食米之函件》，《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第 １０ 版。
《工部局发表关于食米之函件》，《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第 １０ 版；《关于米店领照事之消息》，《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第 １０ 版。
《关于米店领照事之消息》，《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第 １０ 版。
《米业反对领照举动之实行（六）》，《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７ 月 ７ 日，第 １４ 版。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 ２１ 册，第 ３８４ 页。



业自 ６ 月 ２３ 日起暂停进货，并宣布自 ７ 月 １ 日起公共租界米店停业，自 ７ 月 ３ 日起华界和法租界米

店停业。 商总联会谴责工部局一意孤行的做法导致米店作出停业决定。①

米店停业决定并未使工部局有所让步。 ６ 月 ３０ 日工部局发出布告，声明租界米店必须领照、米
店存米可不必由巡捕入店调查、巡捕将维持米店正常营业的治安。② 同日工部局董事会指示总办通

知捕房和万国商团司令官，需对紧急情况进行相应的准备。③

上海县公署发布布告劝导米业静候解决，切勿停业。 县知事将米业取消执照的要求陈请交涉员

核办，交涉员敦促领袖领事速为解决。 米店停业后，上海县公署发布布告劝导米店开业。 江苏省长

一方面指示沪海道尹和交涉员劝导米商开市，另一方面电呈外交部与公使团协商。 交涉员也上报外

交部，请外交部要求公使团饬令工部局勉顺舆情、变通办法。④ 上海县商会和总商会召开联席会议邀

集米业公会讨论，决定由总商会继续与工部局交涉，由嘉谷堂和总商会劝导米店开市。 ７ 月 ３ 日总商

会经与米业公会沟通，向工部局提出若修正执照条款，则米店愿即领照。⑤

７ 月 ４ 日领袖领事向交涉员表示，工部局再次强调若米店承领执照并报告存米数量，则捕房和卫

生处皆不能有任何干涉，此项保证若需见于书面，领袖领事愿与工部局协调解决。 领袖领事也提出，
作为最后调解人，执照可由领事团承领转发总商会，这样各米店不直接受工部局管辖，即可不必过

虑。⑥ 同日工部局董事会决定，只要米店继续停业，那么工部局就不可能考虑米业公会代表所提建

议，而米店领取执照并恢复营业后，工部局将考虑这些建议。 此外，董事会决定在执照章程上增加对

同业公会米店的特别规定。⑦

７ 月 ５ 日总商会发布通告，奉劝米业即日开市，并承诺若章程条款仍有不便之处，总商会将继续

与工部局磋商。 ７ 月 ７ 日总商会、县商会和嘉谷堂联合发出相似通告。⑧ ７ 月 ８ 日公共租界数家米店

开门营业，７ 月 ９ 日全埠米业一律开市。
总商会与工部局商定执照条款，撤销章程第 ６ 条，保留第 ３ 条和第 ５ 条并进行增补说明（见前

文）。⑨ 工部局再次强调发给执照办法的合理性和居留租界遵守租界章程的必要性。�I0 ７ 月 ２１ 日工

部局将修订章程送到总商会，再由米业公会转发。 经过近两个月的交涉，公共租界米店领照一事终

得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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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米店领照事之消息》，《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第 １０ 版；《米店领照问题之昨讯》，《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第 １４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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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第 １０ 版；《米店领照问题之昨讯》，《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第 １４ 版；《米店领照问题之昨讯》，《申报》
１９２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第 １４ 版；《米业反对领照举动之实行》，《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７ 月 ２ 日，第 １４ 版；《米业反对领照举动之实行（三）》，《申
报》１９２１ 年 ７ 月 ４ 日，第 １４ 版；《米业反对领照举动之实行（四）》，《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７ 月 ５ 日，第 １４ 版；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Ｊａｒｍａｎ ｅｄ.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８４２ － １９４３， ｖｏｌ. １３： １９２１ － １９２４， ｐ. ３２。

米店反对第 ３ 条、第 ５ 条和第 ６ 条，要求修改第 ４ 条，并要求工部局保证永不增加执照费。 《米业反对领照举动之实行

（六）》，《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７ 月 ２ 日，第 １４ 版；《米业反对领照举动之实行（七）》，《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７ 月 ７ 日，第 １４ 版。
《米业反对领照举动之实行（四）》，《申报》１９２１ 年７ 月５ 日，第 １４ 版；《米店领照问题之昨讯》，《申报》１９２１ 年７ 月１１ 日，第 １４ 版。
特别规定为，领照者若为任一米业公会成员，若由公会代其准确报告存米数量，则可不受工部局巡捕或卫生员干预。 上海

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 ２１ 册，第 ４０３、４０５ 页。
《米业反对领照举动之实行（五）》，《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７ 月 ６ 日，第 １４ 版；《米业反对领照举动之实行（七）》，《申报》１９２１ 年 ７

月 ８ 日，第 １４ 版。
总商会与米业会谈后所提条件包括执照由公会代领、稽查由公会办理、永不加增执照费。 《昨日米业完全复业》，《申报》

１９２１ 年 ７ 月 １０ 日，第 １４ 版。
《北华捷报》持类似观点，称米价涨至 １６ 元时，传言上海食米供给不足一周之用，意欲迫使米价继续上涨，而一个粗略调查

显示存量正常，足以支撑一个月的消费。 这些数据对公众福利至关重要，但难以获取。 工部局通过执照管理，随时获悉存米情况，便
可得知确切短缺量。 “Ｒｉｃｅ Ｓｈｏｐｓ ａｎｄ ａ Ｓｔｒｉｋｅ，”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 Ｃｏｎｓｕｌａｒ Ｇａｚｅｔｔｅ （１８７０ － １９４１）， Ｊｕｎ ２５，
１９２１．



四、讨论和结语

稳定米价是中国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共同目标。 江苏省当局实行米禁，限制苏米运出，希望由此

保障省内米市供给。 上海县公署采取开办平价局、限止米价两类办法以求抑制米价上涨。 交涉员和

民间组织要求工部局查禁租界囤积居奇、私贩出口。 工部局的“干预”方式包括发布禁止以食米牟取

暴利公告和实行米店执照管理，其中前者经会审公廨相关案件判决被视为无效。
（一）关于执照管理

工部局是否如同其声称的那样，即发给执照是为了有效管理租界食米，这点笔者目前还未能从史料

中找到直接判断依据。 从工部局行动、发照解释及董事会讨论来看，发给执照至少并不是为了干预米店

存米。 理由是：第一，１９１９ 年到 １９２１ 年 １ 月米价在波动中上涨、查禁囤积私运呼声不绝期间，工部局公

告“任何囤积居奇或以其他办法牟取暴利者，一经定罪，将予以严惩”，其关注点是“牟取暴利”（何为牟

取暴利，由会审公廨审判），而不是直接管制米店；第二，工部局一边执意发给执照，一边赞同反对者关于

界内无囤米的观点，若其目的是限制存米，那正如英国方面所说，是处理不妥当的。① 因为既然租界内

并非囤米过多，那有何理由限制存米？ 相反，在公众认为囤积导致米贵之时，实行限制存米的举措岂

不是更有可能遭遇更小的阻力？ 第三，米店停业后工部局要求必须先领照并复业方可谈执照章程条

款，态度强硬是因为董事会更在意的是“退让是对停业压力的示弱，任何示弱都将造成致命错误”，而
不是条款本身。 即便是对于含有禁止囤积意图的第 ６ 条，工部局也并未坚持保留。② 至于米店要求

由米业公会报告存米而不是由捕房查阅簿册，工部局对此并无难以接受之处，③甚至更多将后者视作

这是为获知存米数量而不得不增加的工作。 由此可见，干预米店存米称不上是工部局发给执照的目的。
执照管理使工部局可以获知米店存米状况，除此之外，并没有对米店正常经营施加实质性约束。

米店以停业抗争，中国政府和总商会等多方劝导米店正常开市，远比工部局行动积极。 工部局

在此事上无所作为或可解释为，因为食米主要是华人的刚性需求，而工部局漠视华人生计。 这种理

解有一定道理，但稍显单薄，因为米店停业、食米短缺会导致民生维艰，这有可能立刻影响租界治安

与秩序，对工部局并无益处。 可结合英国方面的电报分析工部局的态度和行为。 英国领事、公使馆

和英国外交部均未认为工部局发给执照本身有问题。 英国公使馆和英国外交部认为问题在于处理

不当：第一，工部局直到发照制度遭到米商的强烈反对，才与相关商人进行协商，其对执照章程条款

的修改原本不必被认为是迫于米店停业压力的回应。 第二，工部局并未意识到，采取行动之前征询

领事团的意见是明智之举。 领事团和公使团关注的是改善华洋关系，而工部局的做法没有考虑到这

一点。④ 对此，英国领事认为，虽然工部局修改条款，对米商作出让步，但工部局不受外部不当干预来

管理租界事务的权力得以保持。 对于工部局未提前征求领事团的意见，英国领事表示，首先是工部

局没有预料到发给执照会遭到反对，如果工部局早期意识到这点，总董会非正式征询其意见；其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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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英国公使馆在发给英国外交部的电报中称，中国官方和民间的诉求使工部局相信实行执照管理是必要的和可取的。 １９２１
年 ４ 月工部局总董在纳税人会议宣布将推行执照管理、５ 月颁布执照章程，但发给执照含有防止囤米之意，那显然应该在此决定之后

再进行关于“食米短缺并非米商之责”的调查，而不是在此之前。 英国公使馆此处逻辑是，如果在工部局调查结果之前，其时民间认

为米贵源于囤积私运，先颁布章程，就不会遭遇反对。 事实上，１９２１ 年 ４ 月交涉员向领事团要求工部局捕房查禁囤积居奇，而 ６ 月捕

房向工部局提交报告（并无证据表明租界内囤米过多），调查说不上是工部局主动进行，调查结果也并非早于执照管理决定。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Ｊａｒｍａｎ ｅｄ.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８４２ － １９４３， ｖｏｌ. １３： １９２１ － １９２４， ｐｐ. ９， １２．

对于第 ６ 条，英国领事认为在合法性上存在问题。 工部局代理总办主张删除，总董表示，该条款并不强制执行任何事，因此

不会出现是否合法的问题，在此条款下制定的新规定将作为执照新条款，与已有执照条款并无不同。 其他董事指出将该条款放进章

程并无实际意义，工部局不应为此涉险。 上海市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 ２１ 册，第 ４０２—４０５ 页。
倒是英国领事在发给英国公使的电报中认为，工部局接受该条件是一个不当的决定，因为这允许上海米市继续由米业公会

掌控。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Ｊａｒｍａｎ ｅｄ.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８４２ － １９４３，ｖｏｌ. １３： １９２１ － １９２４， ｐ. ３０．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Ｊａｒｍａｎ ｅｄ.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８４２ － １９４３，ｖｏｌ. １３： １９２１ － １９２４， ｐｐ. １２ － １３， ４０．



发给执照显然是在工部局权限之内，所以他们不会正式征询领事团的意见，因为工部局向来提防采取

那些有可能被援引为先例而削弱其权柄的行动（即《土地章程》第 １１ 项条款规定后附规例内一切所授

之权完全归属于工部局）。① 由此推测，工部局很可能自认为发给执照是实行无碍于商业交易的有效管

理，自认为没有理由不推行，也不需要领事团的许可，并认定不能因为米店停业就放弃此“职权”。
（二）关于米价

江苏省当局和上海县公署的干预措施（及公众对此的密切关注），交涉员和民间组织提出工部局

干预米市的要求，以及米价波动状况在本文中是作为考察工部局如何行动的背景，即在中国政府积

极干预、民间组织要求干预、米价暴涨本身需要干预的情况下，工部局是否会越“权”采取某些措施，
这是本文研究主题的重要一面。 结合社会经济背景分析工部局行动，绕不开对米价进行一些讨论，
不过讨论目的并不是要总结干预措施与米价的关系，而是通过梳理米价影响因素，进一步呈现工部

局的行动情境和行动特点。
１９１９ 年上海米价大多在 ６—８ 元，１０ 月份超过 １０ 元；１９２０ 年价格波动大，大多在 ８—１５ 元，最高

时达 １６、１７ 元；１９２１ 年 １—６ 月多在 ７—１１ 元，７—１０ 月多在 １１—１３ 元。 １９２１ 年米价比 １９１９ 年总体

上涨，比 １９２０ 年相对稳定。 对于米价的影响因素，时人已有诸多了解（或推测），一类是关于米价异

常昂贵现象，另一类是关于米价正常短期变化。 米价异常昂贵现象主要被归因于私运私囤行为（如
米贩搜罗米粮或藉军米护照影戤，通过船只、火车私运出省，或偷运出口，或运至其他口岸出口）；米
价正常短期变化被归因于米船到沪情况（如收获季节、产米地收成、航行条件、异地竞争等）、（涉嫌）
打包私运事件和中国政府查禁状况、米商对工部局行动的预期、居民对米价的预期等。②

１９２１ 年米业董事（上海华商杂粮公会会长和上海机器碾米公所副会长）向工部局提供的上海米

市调查报告，包括市场供给和食米成本两方面内容。 第一，产米区。 受气候条件和病害影响，产米地

区收成不丰，并且不少地方因种棉更有利可图而将稻田改种棉花，种稻面积较上年缩小。 此外，产米

地区乡农持米、商绅购米存储均期待涨价。 米业公会多次向江苏省长请愿，调查产区囤积居奇问题，
但并无结果。 而极其需要的正是全面调查产区、触及囤积居奇根源。 第二，沪市。 报纸刊登了各种

各样主要来自马路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等组织关于囤积居奇和食米走私的文章和函件，这些传言多

未仔细调查，米行反而因为种种传言而不敢购进合法经营所需存米。 上海货栈显然须常备大量存

米，却被认为是走私和牟暴利。 第三，成本。 米业工资增加和耕种所需原料涨价。③

米业董事的调查结论比时人大多认定的米贵原因（即沪上私运私囤）更为深入，看起来包含这样

一种米市动态：食米产量下降，价格有所上涨，产米区看涨而持有不售，食米供给量难以增加（或进一

步减少），米价居高不下（或继续上涨），或许使产米区继续看涨；上海米商为避免涉嫌囤积居奇而不

敢进货，也减少了供给量，而食米是多数民众的刚性需求；食米生产成本和米业工资成本提高，导致

米价上涨。 可简化总结为，需求曲线陡峭，供给曲线左移，价格高涨。 不过，食米存储存在成本，并且

个体（包括产米区和上海）“风险偏好”有别，产米区米价预期的自我实现程度与上海米商对查禁囤积

力度预期的综合效应很难确定。 生产成本和工资成本与米价很可能互为因果而出现螺旋式上升，未
经检验也难以断言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米价波动归根到底是供求问题。 就供给而言，涉及生产和流通两个环节，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举

措是针对后者。 江苏省向来实行米禁，若逢省内米价上涨或他省灾荒、局势不稳或其他外部环境变

化，必重申禁令，这当属江苏省一贯政策。 １９１９—１９２１ 年上海县在严查私运私囤之外，也开办平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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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Ｊａｒｍａｎ ｅｄ.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８４２ － １９４３，ｖｏｌ. １３： １９２１ － １９２４， ｐｐ. ３３， ３７， ３９．
根据《申报》大量相关报道和文章总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 Ｒｉｃｅ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 ａｎｄ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 Ｃｏｎｓｕｌａｒ Ｇａｚｅｔｔｅ （１８７０ － １９４１）， Ｊｕｎ ２５，１９２１．



限制米价，①这些举措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维民食、保治安”的初衷，尚需另行系统分析。 若从米价

走势直观地看，对于稳定米价似乎说不上颇见成效。 米价包含季节性和时间趋势因素，除此之外，主
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市场竞争状况），如何关乎公共利益，管制政策直接或间接目标是什

么，可能以哪些方式实现，各自可行性如何等等，管制有效性和效率评估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粮食市场实行管制是重要的，如何进行管制、管制者是否受到监管也同样重要。

民间组织要求工部局查禁私囤私运（此外淞沪粮食维持会也向工部局提出限定米价），对此工部

局自知无权干预，采取的行动仅是发布一项并无合法性的禁止牟取暴利公告。 在米市供给影响因素

和米价形成机制缺乏系统分析时，干预行动是否能达到干预目的，尚且存疑。 况且有些民间组织未

经调查就断言米市存在问题，其或是出于对各种自身利益的考虑，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扰乱中国

政府对米市状况的判断。 在这种情况下，工部局受制于“职权”并未完全顺应舆情进行干预，或许减

少了使米市状况进一步复杂化的可能性。
工部局作为源自不平等条约而设立的租界管理机构，动辄讨论不平等条约下签订的《土地章程》

所授“职权”，藉以行事，就其根本而言这本身是非正义的。 《土地章程》授予工部局“职权”的一般原

则是不超出市政、道路、警务和税收方面。 发布禁止牟取暴利公告，并不在其权限之内，事实上工部局

对此有自知之明，部分寄希望于公告被牟取暴利者预期为“可信威胁”，部分寄希望于中国政府的支持；
工部局坚持实行执照管理，英国领事将其解释为权限之内。 发布公告并不等同于民间组织所要求的、或
所解读的那些干预方式，执照管理最终对反对意见作出有限让步。 这两项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工

部局是依照所谓“职权”行事，并部分采纳了舆情。 同时，虽然前一行动在一些民间组织看来是如其所

愿地干预米市，后一行动被一些民间组织视为危及米市交易，但这两项行动本身均称不上干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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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上海县公署依照米业公会限止米价的决议发布公告，并主要靠米业公会落实，开办平粜也是官商合办（多是米业董事）。 而

米业公会在政府管制举措中的角色，在米市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以及本地与外地官商关系，还需具体研究。 比如 １９２９ 年江苏省政府

颁布禁运米粮出境办法，相似举措遭到上海米业团体等利益相关者反对。 详见屈胜飞：《遏籴与反遏籴：１９２９—１９３０ 年“米慌”中的中

央、地方与米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